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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以报刊为核
心的传媒无疑是面向西方、东方的窗口。通过传
媒看世界，其结果往往取决于报刊开放的广度和
深度、读者心态及其社会地位，也与报刊“把关
者”的媒介素养等密不可分。对国人而言，清末
民初面临政治转型，其时报刊无疑是近代意义上
的大众传媒，对社会架构有重大影响。分析近代
报刊功能，离不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调适。

其时，“国家”多与现代性相伴而生，而“社会”与
传统性密切关联，两者不仅有过紧张与对峙，也
有断裂乃至错位。传媒在两者关系的弥合中发
挥了建设性作用。

近代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侧重点显然不同，
“国家重建”偏重政治意识形态，而“社会重构”关
注社会秩序。面对国家与社会重构中各自的权
限与职责，近代报刊多体现文人论政，办报旨趣
偏重国家乃至于意识形态，政治喉舌的认同显而
易见，其呈现的媒介镜像多为政治派系意义上的
主观“意见”，“意见”往往是政党、政客引领社会
舆论的主流或潜在的价值导向。而近代报刊既
为社会舆论平台，常有自己的取材标准，即坚持
报道事实为本位，以客观、中立为取向。职业化
的报人常强调传媒镜像是报道社会事实，这有目
光向下的问题。在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强调
事实本位还是意见本位，以报刊为核心的大众传
媒面临着政治抉择的同时，也参与政治建构。

近代传媒对政治的建构，涉及政治话语、政
治传统、政治仪式及政治秩序等，其核心是对政
治制度及其理念的重塑。清末民初的报刊以“通
中外”、“达新知”为旨趣，广泛传播西方政治制度
及其学理依据。近代政治学理有两种表达形式：

中国传统政治学理的近代化，西方政治学理的中
国化。报刊在培养读者的政治认同上，效果尤以
“西方政治中国化”为显著。在大众媒介的传播
下，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学成为政治转型的
重要理论素养，这为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准备了学理。综观中古社会，中国基本上“家”、

“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
大。国家、社会基本联为一体。这从国人“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奋斗哲学中即可窥见
一斑。甲午战争日胜中败，报刊的反思尤以中、

日政治制度优劣为主。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
彼得大帝改革等，成为晚清政治的实践参照。这
些皆强调在国家、社会渐次分离的语境下进行政
治改良。其时，政论性报刊以建构维新舆论为己
任，从而为制度变革提供合法性。舆论精英梁启
超、严复等维新派人物已属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
子，他们办报为南北舆论提供政治平台。以《时
务报》、《国闻报》为核心的南北舆论平台，与维新
共同体复杂的人际交往、人际传播联系在一起，

形成了整体性联动的同时，也有传播偏好。梁启
超主持《时务报》，秉承中国传统的“识时务者为
俊杰”的文人论政的传统，提出办报既要“博搜交
涉要案”，又要“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准此行之，

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兴，国体渐立，人才
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
（１８９６年《时务报》第一册）。《时务报》基本以
“报馆有益于国事”为旨趣，侧重国内时评。《时
务报》引发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与梁启超等办报
理念密不可分。梁启超办报尤侧重“通上下”，实
际上主张国内的政治改革，自国家至社会，民隐
得以上显，血脉贯通，而不仅仅是上令下达。相
比之下，通晓西学的严复等筹办《国闻报》，关注
外交，侧重国家在世界的语境中的“通中外”，而
不能闭关锁国；强调在西方政治理论的参照中推
进政治维新。梁启超、严复等虽也主张对社会基
础力量进行改造，但认为社会底层的民众还处在
愚昧无知的状态，有待于思想启蒙。他们强调从
民智、民德、民力等方面进行社会的重建。而民
智、民德、民力等改造无疑是以国家政治改造为
前提的，即社会改良以适应国家层面的政治维
新。总体上看来，报刊与维新政治的关系，梁启
超有精辟的论述：“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
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道之故。”可见，报刊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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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民智及国家富强之作用。一句话，甲午战后的
政论性报刊尤以论证维新变法的合法性为旨趣。
相比之下，孙中山、胡汉民等革命者面对近

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自称社会智识阶层，
在报刊舆论中多以社会精英身份出现，主张政治
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社会变革、政
治变革的道路选择上，孙中山领导下的《民报》与
梁启超等筹办的《新民丛报》进行论战。革命者
多从社会层面来审视国家政权的重建，在政治层
面提出了“排满”等主张，后虽有只反对皇亲贵胄
代表的满族专制提法，但多为思想策略，这是民
族主义政治的要旨。面对社会底层民众的贫弱，
他们提出了民生主张。孙中山等从理想状态层
面比照了英国城市土地税的学理，对未来的民生
涉及也有长远的谋划，但面对列强侵略，革命派
主张保障农耕社会工业化的历程中民众赖以生

存的基本权利。他们显然觉察到，近代君主专制
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时代变迁，提出
了国家需要重建、社会也需要重建的主张。孙中
山等从法国大革命、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建国原则
中汲取了政治学养，认为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源
自社会，提出了贯穿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民
权”，这显然有别于君权神授论。革命派早期倾
心政治舆论宣传，意在向社会基层灌输西方的政
治学理，同帝王集权的国家意识形态作斗争。简
言之，《民报》对三民主义鼓吹及其迂回宣传的政
治语境，大体如此。
就政治变革而言，游离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国

家重建，无疑是漂浮在传媒幻象中的乌托邦。维
新或革命语境下国家重建涉及政治学理的参照。
面对社会秩序失范，不同政论报刊塑造不同的政
治权威，灌输不同的政治建构理念，在开明专制
或民主共和上有各自的抉择。近代中国或强调
国家意识上的政治维新，或侧重社会底层意义上
民生革命。面对政治功利，报刊与报人的关系日

益复杂多变。而西方政治学理参照下维新或革
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急速的更替，无形中也拉动
传统社会在形式上的跟进。所谓学堂换成学校、
衙门换成政府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就涉
及到舆论监督，大众传媒的责任不言而喻。政治
担当下传媒偏向及意见分歧，显而易见。不论是
改良性报刊还是革命性报刊，皆坚持政治宣传上
意见本位，侧重在政治舆论上建树，则是双方共
同的路径。
总之，近代社会面临转型，传媒在国人的政

治认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１９１８年符鼎升
为徐宝璜的《新闻学》作序中称：“卢梭有言，国家
者，人民同意所约成之社会也，既不能有脱离国
家之社会，同时不能有遏抑民意之国家。果国家
而遏抑民意者，其社会即得有借舆论之力，文字
之灵，规讽而匡正之，以无舛民意为究竟。是故
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乐，此新闻事业之所权
舆也。”（《符序》，肖东发、邓绍根编：《徐宝璜新闻
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２页）
即传媒作用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界定。近代
报刊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中维持怎样的尺

度才算合理？对这一课题的探索需要学科交叉。
将政治史与媒介史结合起来，从政治话语建构的
层面分析清末民初办报高潮与维新或革命舆论

的媒介建构等关系，这对清末民初国家与社会关
系重构的历史镜像的揭示及解读，颇有助益。而
面对传媒呈现的历史镜像及当下媒介化社会的

语境，如何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调适中重塑传媒
角色，这是弥久常新的课题，尤值得当代学人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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